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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生成逻辑 
                               ——基于 2000-2017 年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徐国冲，霍龙霞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本文探讨了合法性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网络生成逻辑的影响。合法
性意味着组织行为被他人认可，是组织间合作得以形成的基础。基于此，结合合
作关系形成的两种互补性逻辑——制度约束逻辑与关系约束逻辑，本文提出了权
威假设、传递性假设、优先连接假设以及制度邻近性假设。本文根据 2000-2017
年中央层级政府部门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监管文件，建构合作监管网络；并利用
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考察合作监管网络动态，检验上述假设。研究发现，除优先
连接假设模型总体收敛比过大未得到证实外，其余假设均成立；同时，权威假设
的作用强于传递性假设、制度邻近性假设，构成了主导性因素，表明制度约束逻
辑是正式合作网络形成的主导性逻辑。本文还存在一定的缺陷，未能关注不同时
段网络演化遵循的逻辑是否不同；随机行动者模型将网络演化视作马尔可夫链式
过程，存在简化现实的风险。本文的意义在于，考察了网络演化的动力机制，弥
补了既往纵贯性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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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 of Food Safety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2000-2017 Policy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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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illustrate and examine influence of 
legitimacy on formation of food safety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networks. Legitimacy 
means that an organization’s behavior is recognized by others, which fosters future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is, combined with two complementary 
logics of collaborative relationship --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logic and relational 
constraint logic, this paper proposes authority hypothesis, transitivity hypothesis,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hypothesis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hypothes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of food 
safety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issu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departments/bureaus 
from 2000 to 2017; and the 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model i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s of collaborative regulatory network and test the above hypothesis. The 
analysis reveals that all the other hypotheses are valid except for the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hypothesis，because the convergence ratio of the corresponding model is 
too large to be confirmed. At the same time, authority hypothesis plays a stronger role 
than transitivity hypothesis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hypothesis, which constitute 
the dominant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collaborative regulation network, indicating 
that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logic is the dominant logic for the formation of formal 
collaborative network. The study fails to analyze whether the dominant logic of the 
collaborative network evolution is different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model treats network evolution as a Markov chain process, with the 
risk of simplifying reality. The value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network evolution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previous 
longitudi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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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不仅直接影响到政绩合
法性，甚至关乎政权合法性。因此，近年来食品安全备受重视。十八届三中全会
将食品安全上升至公共安全层面；“十三五”规划明确以“四个最严”标准实施食
品安全法；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可见，
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已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其中，强化监管合作是能力建设的关键一环。食品安全事件为何屡屡发生，
权威碎片化、职能交叉、机构间协调不足是最常提到的关键词。在 2018 年成立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之前，中央层面与食品安全监管有关的部委将近十个，导致部
门间协调成本上升。此外，分段监管模式将监管环节人为分割成生产、流通、消
费环节，其本意是藉此厘定责任范围，使各个环节均能得到有效监管。但人为的
环节划分不仅与监管现实存在一定出入，还埋下了选择性监管的隐患，导致过度
监管与监管不足并存。不仅没有达到预想中的全过程、无缝隙监管的效果，甚至
出现了各环节层层失守的乱象，导致了毒奶粉、健美猪等食品安全丑闻频频发生。
因此，破除部门藩篱、促进合作监管被各界视为破除监管困局的现实出路。随着
政府高层的不断重视，食品安全合作监管获得了重大进展。起初，合作的重点放
在了强化核心职能部门间的协调与配合。为此，先后成立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旨在推进职能部门间的沟通与交流，发挥多部门
监管的协同效应。随着对食品安全问题性质认识的深化，重点逐渐转向推动社会
共治。政府主导的一元治理模式虽然在不断走向精细化，终究存在能力限度问题。
放权赋能则提供了一种更为理想的解决方案，即通过释放市场与社会主体的活
力，促进优势互补。新《食品安全法》将这一思想凝练为“社会共治”并确立为
监管原则，勾勒出未来食品安全治理的理想格局。 
可见，合作对于提高监管效能的重大意义已成为基本共识。加强合作监管更
是推进食品安全监管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是未来监管活动的着力点。要使合作监
管顺利运转起来，必须识别驱动合作的因素，即行动者在选择合作伙伴时遵循的
逻辑。合法性为考察合作生成原因提供了有益的视角。合法性意味着认为特定实
体（组织或个人）的行为是可取的、恰当的[1]，本质上是行动者之间的认可性评
价，即各主体相互间是否持有正面评价或认可其行为。这直接影响了成员之间是
否会形成合作关系：如果行动者认为其潜在合作伙伴不具有合法性，也就意味着
不认可对方的行为，合作也就失去了根基。可以说，合法性评价是合作关系生成
的基础。因此，本文试图以合法性为切入点，借助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来解答该
问题。  
1993 年，我国食品安全监管进入现代监管型体制构建期。此前，监管体制
长期滞后，遑论合作监管。直至 2000 年以来，政府高层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
关注度不断提升：负责议事协调的机构行政级别不断提升；新旧《食品安全法》
涉及部门间协同配合的篇幅不断增多；合作主题不断扩大拓展。基于此，本研究
尝试以2000-2017年间中央层面食品安全联合发文情况作为表征合作监管的指标
1，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合作监管网络，并以合法性理论为切入点，剖析
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生成逻辑。 
2 文献综述 
2.1 合作监管 
得益于政府高层的重视，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成为学界研究热点。食品安全问
题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亟需优化监管过程、形成合力，规避监管风险。部分研
究采用了外部导向观点，即关注政府与企业、社会合作。有学者采用了“基于管
理的监管”（management-based regulation）、共同监管（co-regulation）、元监管
（meta-regulation）等不同术语描述这一合作模式，并梳理归纳了从标准设计到
监督和执行等监管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共同监管模式[2]。合作监管推动执法部
门从事后惩罚转向事前预防为主，并将公私行动者整合进回应食品安全事件的统
一框架中。随着中央高层对社会共治的倡导，国内研究也大多沿袭上述路径，但
仍停留于模式构想与制度设计层面。许多学者认为，以网络协同模式取代行政一
元监管，是优化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现实路径，并提出了构建该模式的着力
点。例如，李静指出应从主体设计、组织架构设计、运行机制入手[3]；丁煌等提
出培育政府替代组织、发展政府平台协调作用、夯实权责体系、发挥公民作用等
思路[4]；胡颖廉则将各治理主体与治理环节结合,归纳出食品安全治理体系[5]。虽
然具体提法有所不同，但核心要义大同小异——围绕发挥多元主体优势而展开。
相比之下，经验梳理、合作模式类型划分等更具指导性的研究并不多见。以经验
梳理为例，此类研究大多侧重于“取长补短”——借鉴国外成功经验，弥补自身不
 
1本文旨在考察 2000-2017 年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情况，因此各部门的名称采用 2018 年机构改革前的提法。 
足[6]，但忽视了对本土成功经验的总结。未来随着社会共治理念得到广泛实践，
将为梳理本土经验与合作模式提供充分的现实素材。 
部分研究则采用了内部导向观点，即探讨政府部门间或部门下设机构间合作
监管。部分学者认为应以强化部门间协调机制为突破点，尤其是建立一个强势的
协调机构[7]。同时，还须明确立法授权，提高平行部门间协调合作的主动性和有
效性[8]。此外，整体性治理框架也被频频用于此类研究，如将组织结构、责任和
激励机制、伙伴关系、组织文化等归纳为合作促进要素[9]。除上述规范性研究外，
还有少量实证研究考察了合作监管的成效。胡颖廉针对地方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
调查表明，合作监管并不必然适合应对该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进一步指出提升
绩效的关键在于监管模式与风险类型兼容[10]。 
总体而言，合作监管虽然是食品安全监管的热点话题，但除少部分西方研究
外，国内研究多局限于规范研究，亟需系统性分析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实证
研究。 
2.2 合作生成逻辑 
部分研究根据前人文献与经验，以枚举法列出影响合作生成的初始因素。颇
具代表性的有Thomson等的六要素说、Ansell等的三要素说与Emerson等的四要素
说。六要素说包括高度相互依赖性、资源与风险分担的需求、资源稀缺性、既往
合作史、资源互补、复杂问题等要素[11]；三要素说则包括权力-资源-知识不对称、
合作参与的激励与约束、冲突或合作既往史/初始信任水平等要素[12]；四要素说
则包括领导、相应激励、相互依赖性与不确定性等要素[13]。相形之下，前两种
观点混淆了合作情境与根本驱动力，四要素说则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更为准确地
刻画了合作驱动力。部分研究则更具实证性，根据诸如倡议联盟框架等理论派生
出研究假设，并予以检验。诸如偏好相似性[14]、社会信任水平[15]、感知影响力[16]
等因素被证实是合作形成的关键。虽然具备一定的指导性，但颇为繁复、细致。
与其称之为合作生成逻辑，毋宁说是合作生成因素更为贴切。而从启发后续研究
的角度看，探讨生成逻辑需要抽象出更为一般性的指导框架，然后结合具体研究
问题权变性地剖析具体影响因素。 
Snijders 与 Leifeld 等人则分别从技术层面与理论层面提供了契机。在技术层
面，Snijders 等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切入，认为合作的生成、演化是内生因素（整
体网络结构特征）与外生因素（行动者特性、二方组特性）共同作用的产物[17]，
在此基础上创建了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从量化角度分析上述因素对合作生成的
影响。在理论层面，Leifeld 等从制度机会结构、社会机会结构与关系机会结构
角度提出了解释政策网络形成动因的综合框架[18]。具体而言，制度机会结构是
指合作委员会等正式制度安排提供了合作的机会，社会机会结构与关系机会结构
分别阐述了共同合作伙伴的存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其本意虽
然是以交易成本为切入点剖析合作生成逻辑，但不失为一般性的指导框架。而从
社会网络的角度看，后两种机会结构均属于网络关系的范畴（传递性关系与二方
组关系）。因此，可将上述三种形成逻辑简化为两种：制度约束逻辑与关系约束
逻辑。 
总体而言，Snijders 与 Leifeld 等的研究为系统剖析合作生成逻辑提供了普适
性指导框架。但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只是探讨一般情况下的合作生成逻辑，
并未说明在不同情境下（例如正式网络与非正式网络），主导性逻辑是否有所不
同，需要相关研究进一步提供支撑。 
本文拟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系统剖析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生成逻
辑。显而易见，合作监管的参与者之间存在一张社会网络——行动者构成网络的
节点，合作关系则构成网络的连边。可将合作监管视作目标导向的、多主体合作
网络。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并未选用案例研究法，而是通过组织间联合发文的情
况来探讨合作监管。虽然联合发文的数据尽管缺少具体合作过程的细节，但更能
反映整体合作的概况，并为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量化分析切入考察合作监
管生成逻辑提供了可能。此外，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网络可进一步划分为正式网络
与非正式网络。具体而言，正式网络是有意识创建的产物，附带有关参与事项的
约束性协议。而非正式网络则是有机衍生的产物，常见于多个行动者共同应对遭
遇的突发事件[19]。本文主要考察的是以政府联合发文呈现出来的正式合作网络。
这基于以下考量：一方面，非正式合作关系虽然重要，但难以获取记录其具体情
况的数据，较长时期的历史数据更难获取；另一方面，虽然非正式合作网络日渐
兴起，但正式合作网络仍然十分普遍，而且是公共管理者更为青睐的政策工具，
被广泛应用于诸如推动公共服务整合、应对环境危机、增进社区社会资本等领域
[20]。稍显不足的是，目前国内学界针对正式合作关系生成逻辑的研究尚不多见。 
下文结构安排为：第三部分根据基于合法性概念，提出一系列合作关系形成
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运用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Models）检验假设；第五部分阐述实证研究结果；第六部分提出研究结果对实践
与理论研究的意义，并指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及未来研究方向。 
3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鲜明的跨界性，合作监管必不可少。各主体通过合作形成
了网络关系，并以此作为信息、知识、资源等传递的渠道。经验表明，跨部门合
作网络大多处于动态之中：行动者会选择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强化或终止现有的
合作关系。之所以如此，是为了确保合作获得预期成效。就食品安全监管而言，
合作监管的目的在于，有效保障食品安全。由此观之，当存在众多潜在合作对象
时，行动者会理性地选择有助于实现其期望的合作伙伴。这一特性驱动网络发生
动态演化，暗合了演化理论的观点，关注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即聚焦为什么某些
关系出现、强化、扩散，而其他关系会消亡。在演化理论看来，这些关系演变是
变异、选择与保留三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21]。其中，“选择”关乎某种联系存
续的可能；“变异”与“保留”则反映在某种合作关系形成前，该联系被列为备
选项的可能性。合法性就是上述三种机制发挥作用时候须遵循的原则与逻辑[22]，
也是合作关系得以形成的内在动力。它关乎合作网络中的成员如何看待其他成
员，继而左右成员间合作模式。如果每个成员组织认为其合作伙伴是合法的，那
么它很可能以合作共容而非竞争的心态合作[23]。这直接关系到合作能否运转起
来、又能否长期有效运转。由于参与者大多同时参与不同的活动、身负多重任务，
嵌入了不同类型的关系中。合法性缺失将导致合作很难收获预期成效。拥有合法
性则意味着组织较好地与满足了共同体成员期望，有较大可能在物质、信息、情
感等层面获得支持[24]，也更易与其他成员形成合作关系。 
事实上，合法性是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那么应利用何种指标对其予以表
征？学者将其分解为若干维度，试图全面把握其内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Suchman，他极具洞见地将合法性划分为务实合法性（pragmatic legitimacy）、道
德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与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务实合法性
意味着组织满足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或利益；道德合法性意味着组织行为得体、
恰当；认知合法性则意味着组织本身被视作必要的[1]。这一提纲挈领的分类颇为
精准地涵盖了诸如战略联盟等组织间合作运作时所涉及的关键元素，提供了研究
合法性的纲领性指南。因此，Kumar 等将其拓展至组织间合作领域，基于 Suchman
的观点将伙伴合法性分解为务实、道德与认知等维度[23]。其中，务实合法性常
常被用于评价营利性组织合法性水平，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来测量。相形之下，
非营利组织或公共机构活动更侧重于增进政治性或象征性产出，不易以经济性指
标衡量；加之，当特定目标或任务是多主体合力完成时，易导致主体活动与结果
的关系模糊化，而产出难以测量又会进一步加剧因果关系模糊化的问题。因此，
其合法性水平并不能轻易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法测量。本文关注的食品安全合作
监管属于此类活动。此时，规范则成为替代性评价标准[22]。 
所谓规范是指在特定领域内的先验标准。它是可接受的群体行为的集体表
现，以及个体对特定群体行为的感知[25]，即对他人所做之事与应做之事的基本
认知。简言之，规范是主宰社会成员行为的非正式理解，对应了伙伴合法性中的
道德维度。由此观之，规范构成了共同认知的基础。遵循规范行事或能够型塑规
范的组织更易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可，因而具有较高程度的合法性。由于规范信息
在网络中呈差异化分布，行动者对规范的获取和认知程度不尽相同，进而影响其
合法性评价存在差异，这一差异正是影响合作关系形成的重要因素。简言之，规
范信息的差异化分布影响了合作关系的形成。本文认为权威、网络结构及制度邻
近性影响行动者获取规范信息的程度，驱动了合作监管网络的形成。其一，权威
行动者拥有管控监管过程的正式权力，极大地型塑了本领域集体规范，其参与的
合作通常更有效且更为他人所接受[26]。故而，行动者青睐与强有力的行动者合
作[27]。其二，网络结构与制度邻近性影响了规范信息共享。合法性并非取得所
有共同体成员的认可[28]，部分认可仍可促成合作。共享规范的成员则可能具有
类似的认知，继而促成合作。 
上述因素恰好对应了合作关系形成的两种互补性逻辑：制度约束逻辑与关系
约束逻辑2，分别属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合作形成逻辑。经验表明，无论是
 
2本文基于 Leifeld、Schneider 的研究提出合作关系形成逻辑。本文虽然并未采用机会结构概念，但此处所
言的约束与之含义相近。从语义情感上看，机会结构侧重阐述促进作用。但制度与关系也可能阻碍合作，
因此选用情感更为中性的约束一词，具体参见[18]。 
正式网络抑或是非正式网络，其形成绝非仅遵循某种单一逻辑，而是两种逻辑共
同作用的产物，区别在于占据主导的逻辑有所不同。制度约束逻辑着眼于合作网
络所嵌入的正式制度环境产生的影响，尤其是行政、监管及司法等政策或法律约
束框架的作用，凸显制度对行动者的刚性约束。它们通常就参与成员范围、合作
透明性、合作规则清晰性等做出规定[12]，而这些规定又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了规
范信息的分布、传播，继而型塑了网络成员的行为。例如，就合作成员范围而言，
一方面拥有参与资格的成员间存在制度化沟通、联系渠道，相较于合作网络之外
的行动者，更可能交换信息、进而共享规范。另一方面，合作参与成员愈具代表
性，则愈可能打消合作不过是某几个人的游戏的疑虑，使合作行为得到认可，促
进规范信息交流、传递。就合作透明性而言，透明意味着合作参与者可以了解决
策是如何做出的、各项行动的含义，并确保自身关切能够为人关注，由此派生出
信任，继而推动规范共享。就合作规则清晰性而言，清晰的规则促成了规范的法
典化，原先隐性的规范信息由此显性化、明晰化，使之更易为参与者了解。通常，
制度约束逻辑在正式网络中具有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正式网络往往附带有关参
与事项的约束性协议，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科层制的松散复制。复制主要体现在
正式网络具有与科层制类似的特征——权力向上集中与正式化。前者表现为，其
目标或任务设置往往取决于网络资助者——通常是掌握正式权威的政府机构意
愿，网络成员主要负责执行；后者则表现为成立之时附带的约束性协议明确了标
准化的程序、规则及角色，通过正式制度规则约束其运作。松散则主要体现在，
相较于科层制内部森严有序的权力矩阵，正式网络中并不存在严格的层级节制，
成员地位相对平等，还具备更强的自主性。本文主要关注正式权力的作用，故而
考察权威行动者这一特性是否会影响合作形成。 
关系约束逻辑则着眼于合作网络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或整体关系结构所产生
的影响，即二方组关系与多边关系。相比之下，这一逻辑将视线聚焦于合作网络
中社会资本或信任等柔性因素对合作关系的影响，突出行动者互动而非制度约束
的作用。信任或社会资本往往是正式治理机制的替代或补充性机制。例如，即便
在深受科层控制影响的公共网络中，信任亦是必要的补充机制[29]。针对商业联
盟的研究中，信任经常被视作正式合同需求之外的另一种选择[30]。值得注意的
是，参与者的关系与整体关系结构直接关乎能否形成共同理解，而共同理解是规
范信息共享的前提。就参与者关系而言，积极关系（如友谊、信任、合作）有助
于形成相互理解，推动参与者以立场互换的包容心态了解他人的利益、诉求与价
值观，尊重彼此差异。随着各方不断共同努力，相互理解就会质变为共同理解，
使之依照类似的心理模型或认知脚本行事，即共享规范。就整体关系结构而言，
联系紧密程度与集中性一直是探讨规范共享反复提及的因素。合作网络参与者联
系愈紧密，愈有助于规范共享[31]。其根源在于，一方面规范信息在紧密网络中
传递更为迅速；另一方面，违反规范的行为也更容易为他人察觉并得到惩罚，致
使背德者失去所有或绝大多数联系。两相叠加促使网络规范不断强化。就网络集
中性而言，集中的合作网络再加上备受推崇的核心行动者，尤其适宜于推动就规
范达成共识。相较于分散化网络，集中式网络更易传递规范信息[32]。假设存在
两个密度相同、集中性不同的网络，集中式网络能够快速地将规范信息从一个边
缘参与者经由中心参与者传递至其他更为边缘的参与者；而在分散式网络中，信
息传递给指定接受者之前通常需要先经由多个参与者，不仅大大降低了规范信息
传递速率，还加剧了信息扭曲的风险。一般而言，该机制在非正式网络中作用凸
显。非正式网络的形成往往是参与者自愿互动的派生物，其形成与信任等社会资
本密切相关。但正式网络的成功运转同样与之密不可分。事实上，诸多正式合作
网络难孚预期的原因在于，忽视了对突现关系（emergent relationships）如何形成、
强化并维持的考量[33]。由于信任水平与多边关系、二方组关系密切相关，故而
本文选取网络结构与制度邻近性加以考察。 
 
 
图 1 合作生成逻辑 
 
3.1 制度约束逻辑：权威型塑规范 
享有监管权威的行动者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它们拥有国家赋予的相应权力，
其存在本身就是遵循普遍社会规范的产物。同时还是该领域的合法发言人，能够
界定共同体中的规范，因而在共同体中地位超然。这类行动者通常是最“炙手可
热”的合作对象，有其参与的合作通常更有效且更为他人所接受。 
具体到本研究中，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等以食品安全监管为核心职能的组
织是权威掌控者3。一方面，基于法律授权，它们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享有极大的
话语权；另一方面，在这一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它们不仅掌握了相关专业性知识，
还取得了可接受理论的评价权。由此，上述行动者主导了这一领域有关合法性的
集体认知或曰共同体规范，成为优先选择的合作对象。此外，与权威行动者的合
作还存在一大优势。权威行动者的声誉亦会使其合作伙伴获得其他组织认可[34]。
例如，跨国公司在拓展其国际业务时，通常会选择与目标国的本土企业合作，藉
此减少进入壁垒。由此观之，作为权威持有者，核心职能组织在形成和维持合作
 
3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视作核心部门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刑事司法、校园食品
安全），公安部、教育部才是核心部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缺少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的参与。 
联系方面具有诸多优势，成为合作网络中最活跃的行动者。据此，本文提出如下
假设： 
H1：相较于其他行动者，食品安全监管核心职能部门在合作监管网络中最
为活跃。 
3.2 关系约束逻辑：网络结构影响规范共享 
闭合性与集中性是确保共同体成员共享规范的关键结构性因素。闭合性是高
密度连接、以强关系为主的网络结构，通常可运用传递性指标来度量。它反映了
如下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拥有共同合作伙伴的组织也倾向于形成合作。
闭合性网络结构从以下方面助推了规范信息共享：首先，加速了规范信息的流动
[35]，有助于将其内化为群体规范或地方性文化。其次，共同第三方提供了关于
潜在合作对象的信息[36]，有助于减少对其可信性的质疑，并强化对其合法性的
认可。最后，共同第三方还能够控制潜在合作对象的行为，遏制机会主义做法，
使规范得以切实实行。高密度的网络结构带来了大量重叠信息，行动者的行为信
息将迅速为他人知晓。有助于高效识别背德行为，进而使惩罚成为可置信承诺。 
集中性则是围绕核心节点组织起来的网络结构。其中，核心节点因拥有大量
联系在网络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合作网络中，主导行动者可以作为判断组织合法
性的参考依据[37]。与之合作不仅获取有关共同体规范信息，还反映了主导机构
对合作对象的认可，有利于增强组织合法性。循此逻辑，行动者趋向于与主导行
动者合作，产生优先连接（preferential attachment）现象——进入网络的新节点
将根据现有节点的度数分布情况甄选其合作对象，形成强者愈强的现象。 
根据上述描述，本文分别提出以下假设： 
H2：在合作监管网络中，行动者倾向于形成传递性合作关系。 
H3：在合作监管网络中，行动者倾向于与主导行动者合作。 
3.3 关系约束逻辑：制度邻近性影响规范共享 
归根结底，合法性本质上是认同性评价。具有共同认知的行动者更可能认同
彼此、进而产生合作。例如，倡议联盟框架指出了共同认知驱动行动者展开有组
织合作的重要性：依托于类似的政策信念，行动者通过协调与合作，动员所掌控
的资源影响政策结果。共同偏好促进了成员彼此认可，并促成了合作。这一特性
与社会网络术语——趋同性内涵一致，即具有相似属性的节点更趋向产生联系。 
行动者大多受知识、资源概况以及所处的环境影响，形成特定心理认知模型，
以此作为其认知范式和行为脚本。基于此，具有类似的知识、资源概况及环境的
组织更可能共享规范、携手合作。本文认为，制度邻近性构成认知趋同的基础。
制度邻近性可根据非正式约束以及行为者共享的正式规则的相似程度加以刻画。
由此观之，制度邻近性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二是惯例、
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借鉴三螺旋模型观点[38]，本文认为拥有相同制度形式的组
织可视为具有制度邻近性。一般而言，嵌入于相同制度形式的组织在某种程度上
具有相同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以此为中介，此类组织将形成类似的认知范式或
行为脚本，强化合作可能。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在合作监管网络中，相同制度形式的行动者之间倾向于合作。 
4 研究设计 
4.1 数据来源 
为解释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网络演化情况，本文采用政策文献计量法建构合作
网络。第一，探查网络演化须涵盖较长时段。政策文献以文本形式对组织间合作
情况进行了记录，有助于研究者回溯、梳理及获取长时间内的相关数据。第二，
相较于非正式合作情形难以捕捉，联合发文作为明确的信号直观反映了部门间合
作情况，并对监管合作的主体、主题、方式等信息进行了系统记录，为系统考察
合作关系提供了大量的数据。第三，政策文本具有半结构化特征，收录了发文单
位信息，为建构合作监管网络提供了便利。因此，本文基于联合发文情况构建合
作监管网络。 
研究选用的政策文本源于“北大法宝”平台。该平台是北京大学法制信息中心
与北大英华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智能型法律信息一站式检索平台，是我国最
早、最专业的法律数据库。该数据库已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之中。其中，“法
律法规检索系统”收录了 1949 年以来发布的法律法规，满足了本文数据检索的需
要。 
政策文本收集过程如下：首先，以“食品”为关键词，以 2000 至 2017 年为目
标时间范围4，在“中央法规司法解释”数据集中进行精确检索，共获得 5658 份文
件。然后，为确保政策文本与研究主题契合，确立如下筛选原则：（1）相关性原
则，即文本内容必须与食品安全监管直接相关，且必须由多部门联合发布；（2）
规范性原则，即选取的文本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正式文件。因此，
便函、批复等非正式文件被剔除。共计剔除 5461 份文本。最终获得 2000-2017
年间共 197 份样本。需要指出的是，为了保证数据能够更好地验证制度邻近性假
设，将仅有 1 个部门代表的机构类型予以剔除。例如，初始数据库中隶属于企业
类型的机构仅有铁路总公司。如果将其纳入后续研究中，将造成人为降低对制度
邻近性假设的估计。此外，被剔除机构数量少对节点构成的影响小，且上述机构
在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剔除后对合作网络关系的影响较小，确保了分析的稳定
性。 
4.2 考察时段划分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考察的时段恰好处于食品安全合作监管逐渐受到重视
的时期。新世纪以来，得益于政府高层的不断重视，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获得
了长足的发展。大致历经了四个阶段：合作探索期（2000-2002 年）、合作形成期
（2003-2009 年）、合作快速发展期（2010-2014 年）以及合作战略深化期（2015
年至今）。上述阶段划分是基于重要的历史事件划分的，这些历史事件对合作监
管影响深远，构成了阶段转变的关键节点（见图 2）。 
 
4 2018 年的机构改革实现了“三局合一”，组建了新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虽然许多监管活动仍是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的下属部门间合作展开的，但整合后统一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名义发文，只从发文单位来
看，难以捕捉可能存在的组成部门间合作情况，不利于反映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全貌。因此，本文仅选取
2000-2017 年的合作监管数据。 
 
图 2 新世纪以来食品安全合作监管发展历程 
 
 
新世纪伊始，食品产业飞速发展，食品链条不断延伸、食品类别日益多样加
剧了监管工作的复杂性，加深了对合作监管的需要。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
是，食品安全合作监管尚处于混沌状态，多为针对某项具体任务的临时性安排，
尚未内化为基本工作原则。治理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鸿沟为食品安全埋下了隐
患；随着对监管所处的生态环境变化的认识加深，政府监管策略做出了适应性调
整。2003 年，食药局成立，明确将“组织协调”作为一项职能赋予该机构。由此，
揭开了系统推进合作监管的大幕。2010 年，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这一高层次
的、专门性组织协调机构，彰显了高层力图破除协调不力、合作不足这一沉疴痼
疾的决心。至此，合作监管步入了快速发展期。期间，长久为人所诟病的分段监
管体制终于顺应时势变化做出了制度变迁，统一权威的监管体系初步确立。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则是合作监管迈向深化发展的关键契机。此
时，合作监管不再局限于政府内部机构合作，将关注点投向了更为广泛的非政府
主体。这一思想被凝练为“社会共治”，作为监管原则写入了新《食品安全法》。
由此，开启了统一权威监管与社会共治齐头并进的新阶段。而对合作监管网络的
初步描述性分析也显示，上述时段内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见表 1）。基
于此，本文以 2003、2010、2015 年为节点对考察时段进行划分。                
 
表 1 描述性数据 
观测时间 密度 平均度数 关系数量 
2000-2002 年 0.039 2.241 65 
2003-2009 年 0.078 4.448 129 
2010-2014 年 0.142 8.103 235 
2015-2017 年 0.319 18.207 528 
 
4.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Stochastic Actor-oriented Models，下文简称
“行动者模型”）分析合作网络形成的动因，它是针对网络面板数据的统计模型。
该模型假定网络演化是一个由行动者驱动的随机过程[17]44，尤其适用于解释行动
者理性选择如何影响其外向关系。因而，该模型十分契合于本文的研究问题——
行动者关于合法性的判断如何影响其选择合作伙伴，进而驱动网络演化。 
本文的分析均基于 Snijders 等人开发的软件 RSiena。本研究考察的是无向网
络。RSiena 软件中 5 种模型用于分析无向网络，本文使用的是单边发起和相互
认可模型。它是关于无向合作关系形成过程最贴近现实的描述[39]。行动者 i 试图
与行动者 j 合作监管以最大化其目标函数，但仅当行动者 j 基于其目标函数接受
邀请时，合作才会实现。 
行动者模型的建立基于以下假设：第一，网络结构演化是一个马尔可夫链式
过程，下一期的网络结构变化仅取决于当前状态。第二，虽然是在离散时间观察
网络结构，但网络演化事实上是持续的。换言之，观察到的网络变化是一系列未
观察到的微小变化累积的结果。第三，在每个微小变化中，行动者只能改变一个
网络连边。 
网络演化可以视作由两个随机子过程构成：一是行动者改变关系的机会。二
是当行动者有机会时实际做出的改变[17]46，此时行动者会尝试最大化目标函数，
选择创建新联系或终止现有联系。在模型中，上述过程分别由速率函数（rate 
function）和目标函数（objective function）表示。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合作监管
网络演化的动力机制，而非改变发生的速率，因此目标函数是研究的核心部分。
目标函数是一系列效应函数的线性组合[17]47，效应函数则受行动者属性、行动者
关系属性以及现有网络结构制约。在本研究中，目标函数如下： 
 
其中， 表示网络的当前状态， 表示网络潜
在新状态， 表示行动者特性， 表示二方组关系特性；如果 ，表明网络
演化方向与相应效应一致；  表明网络演化方向与相应效应相反； 表
明相应效应在网络演化中不发挥作用。 
4.4 模型构建 
4.4.1 因变量：合作监管网络 
文本筛选完毕后，提取发文单位信息并据此构建合作监管网络：监管主体记
做网络节点，主体间合作关系记做网络中的连线。需要指出的是，机构 A 与机
构 B 联合发文，等同于 B 与 A 联合发文。因此，合作监管网络属于无向非加权
网络。此外，此时段内经历了数次机构改革，部门机构发生较大变动，需要进一
步合并处理。例如，商务部前身为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处理数据时将两部门的
数据合并。所有机构名称统一采纳 2017 年（或被裁撤前）的提法（以下均使用
简称），处理后共获得 58 个机构。合作网络可用 58×58 矩阵 表示，xij=1
意味着行动者 i 与 j 存在合作关系。若行动者 i 在考察年份离开了合作网络（例
如：机构撤销）则 xij=10，表示合作关系不可能存在。 
此外，本文假设合作关系仅在联合发文当年是活跃的。例如，假设在 2000
年行动者 i 与行动者 j 联合发文，那么可以认为在 2000 年 i 与 j 之间存在合作关
系，且仅存在于这一年度。如果在 2006 年 i 与 j 不再联合发文，则合作关系终止。 
4.4.2 自变量 
本文构建虚拟变量刻画行动者是否属于权威持有者，具体判断依据源于机构
首页关于机构职能的描述，如果描述中与食品安全有关则记为 1，否则记做 0。
若机构职能曾发生变动，则根据“北大法宝”网站中机构简介页面的介绍做出判断
5。对应效应函数为 ，用于检验权威行动者是否被其他行动者青睐、
具有更高的度数中心度。 
本文构建分类变量刻画制度类型。三螺旋模型将机构的制度类型划分为政
府、产业与企业，本文以此为基础并结合研究目的做出适度调整，将制度类型划
分为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军队、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本文认为相同制度类型
的机构存在制度邻近性。对应效应函数为 。如果 ，则
；否则 。 
本文采用传递性三方组的数量表征网络传递性，即行动者 i 与已存在合作关
系的两个行动者联系的次数；采用度数流行性（degree popularity）表征优先连接，
即行动者 i 合作对象的点入中心度之和[17]48。同时，为了减少该效应与其他结构
性效应的共线性，计算时取其平方根。同时，为了减少该效应与其他结构性效应
的共线性，计算时取其平方根。对应效应函数分别为 
 
 
 
5 研究发现 
RSiena 剖析网络面板数据时，必须将考察时间至少分为两段。此外，为保
证数据稳定性，行动者模型要求理想状态下雅卡尔指数6（Jaccard index）应大于
0.3，如不能满足这一要求，则至少不能低于 0.2。否则，将导致参数估计困难。
在本研究中，如果以 2003、2010、2015 年为节点，将难以满足这一要求（见表
2）。因此，需要对数据做出进一步处理，最终将数据按照 2000-2002、2003-2004、
 
5 立法背景资料_北大法宝法律数据库_法律法规检索平台[EB/OL]. 
http://www.pkulaw.cn/cluster_form.aspx?check_gaojijs=1&menu_item=law&EncodingName=&db=introduction. 
6 J= ， 表示某次观察中连线值为 h，且下一次连线值为 k 的连线数量。 
2005-2009、2010-2012、2013-2014、2015-2017 年共 6 个时段处理。经过处理后
的雅卡尔指数在 0.214-0.286 间浮动（见表 3）。 
 
表 2 描述性统计 
时段 0→0 0→1 1→0 1→1 雅卡尔指数 
t1- t2 1488 100 36 29 0.176 
t2- t3 1362 162 72 57 0.196 
t3- t4 1088 346 60 159 0.281 
 
 
表 3 描述性统计 
时段 0→0 0→1 1→0 1→1 
雅卡尔指
数 
t1- t2 1522 66 37 28 0.214 
t2- t3 1524 35 60 34 0.264 
t3- t4 1478 106 23 46 0.263 
t4- t5 1419 82 85 67 0.286 
t5- t6 1132 372 16 133 0.255 
 
 
图 3 直观地展示了各时段合作监管网络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网络的节
点数逐渐增多，合作监管的参与者显著增加；同时，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
2000-2002 年，合作网络明显地被分割为两部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形成孤
立的合作关系，游离于其他参与者之外，而这一现象此后并未再次出现。特别是
2010 年以来，参与者的关系显著强化，且大量关系高度集中于若干参与者之间，
构成了合作网络的“中枢集团”7；而且“中枢集团”的成员还在不断增加。例
如，2010-2012 年，中枢集团成员主要由图形左下方的成员构成；2015-2017 年，
中枢集团主要由图形下方的行动者构成，成员规模显著增强。表 4 则从量化角度，
更为详细地说明了网络结构变化：总体而言，网络规模呈扩大趋势；与此同时，
平均密度亦呈现上升趋势，表明参与者之间联系不断强化。特别是 2015-2017 年，
 
7 此处所言的“中枢集团”类似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凝聚子群，但略有不同。凝聚子群主要是指彼此拥有相
对频繁联系的次级团体；中枢集团不仅具有上述特点，而且还占据了网络的绝大多数联系。 
网络规模与平均密度都出现大幅提升，这或许与 2015 年新《食品安全法》颁布
以来，国家对合作监管的重视不断增强有关：不仅体现在对部门间合作的重视8，
还体现与对社会共治的倡导。 
 
 
图 3 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网络演变 
 
 
表 4 合作监管网络描述性数据 
 
8 2009 年《食品安全法》中共有 17 项条款涉及部门间协调合作，新《食品安全法》则花了更大篇幅着墨于
此，共 34 项涉及部门间合作。  
观察时段 网络规模 关系数 平均度数 
2000-2002 年 18 65 7.22 
2003-2004 年 18 94 10.44 
2005-2009 年 20 69 6.9 
2010-2012 年 26 152 11.69 
2013-2014 年 22 149 13.55 
2015-2017 年 44 505 22.95 
 
 
表 5 汇报了模型结果9。模型 1 仅纳入了网络结构效应——密度与传递性三
方组，结果显示二者均具有显著性。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行动者模型均纳入了
密度效应，它反映了特定时间内网络连线形成趋势。由于密度会受可用资源、环
境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且这些因素通常难以衡量[40]。因此，在估计其他效应
的作用时，需要控制该变量。密度参数系数为-1.71，表明组织之间形成合作关系
的倾向较低，这与稀疏的网络结构密不可分：2000-2017 年，网络密度在
0.039-0.306 间变化，始终小于 0.5。传递性三方组参数系数为 0.24，表明组织倾
向于与存在间接联系的对象合作，H2 成立。 
模型 2 增加了与核心监管部门有关的效应——活跃度与趋同性。活跃度衡量
了组织在网络中的活跃度、受欢迎程度，相应系数为 0.51，表明核心监管部门的
度数中心度增长速度快于非核心部门，在网络中居于中心地位，佐证了 H1。趋
同性反映了同类组织之间合作的趋势，虽然相应系数为 0.06，但在统计学上不具
有显著性，表明核心监管部门与同类组织合作的倾向并不明显。 
模型 3 增加了制度邻近性效应——制度类型趋同性。加入该效应后，核心监
管部门趋同性效应仍不具有显著性。制度邻近性系数为 0.26，表明具有相同制度
形式的组织之间更易合作，H4 成立。制度邻近性意味着组织之间不仅工作模式
类似，还具有类似的激励、约束框架[39]，促进认知范式或行为脚本趋同，进而
形成伙伴关系合法性（interpartner legitimacy）并催生合作。模型 4 增加了度数
流行性效应，结果显示模型总体最大收敛比为 3.31，远大于 0.25，因此在最终模
 
9 所有模型的参数估计均基于矩估计，n3=3000；当且仅当模型总体最大收敛比小于 0.25，且收敛 t 比率的
绝对值小于 0.1 时，模型有效。否则，结果将具有误导性。 
型中予以剔除，H3 不成立。模型 5 中 H1、H2、H4 仍成立。值得注意的是，权
威活跃度在网络形成中的作用强于传递性三方组、制度邻近性，表明权威假设是
合作监管网络形成的主导性逻辑。 
 
 
表 5 随机行动者导向模型 
 估计值 标准误 收敛 t 比率 t 比率 
模型 1(总体最大收敛比：0.11)     
速率参数     
时段 1 10.32 3.84 0.02  
时段 2 6.04 1.79 0.00  
时段 3 10.93 4.18 -0.10  
时段 4 24.95 12.34 -0.03  
时段 5 63.03 22.43 -0.01  
效应     
密度(density) -1.71*** 0.13 -0.01 -13.54 
传递性三方组(transitive triads) 0.24*** 0.02 -0.01 9.65 
模型 2(总体最大收敛比：0.22)     
速率参数     
时段 1 12.12 5.06 -0.07  
时段 2 6.88 1.89 0.00  
时段 3 14.13 6.09 0.04  
时段 4 24.47 8.09 -0.06  
时段 5 61.96 22.31 -0.07  
效应     
密度(density) -1.82*** 0.13 -0.06 -13.63 
传递性三方组(transitive triads) 0.24*** 0.02 -0.05 11.00 
权威机构活跃度(authoritydata alt) 0.51*** 0.14 -0.05 3.79 
权威机构趋同性(same authoritydata) 0.06 0.10 -0.07 0.58 
模型 3(总体最大收敛比：0.08)     
速率参数     
时段 1 14.14 6.43 0.02  
时段 2 7.78 2.46 -0.01  
时段 3 18.39 19.01 0.00  
时段 4 23.00 8.73 -0.05  
时段 5 58.13 15.79 0.02  
效应     
密度(density) -1.96*** 0.17 0.03 -11.40 
传递性三方组(transitive triads) 0.24*** 0.02 0.02 11.93 
权威机构活跃度(authoritydata alt) 0.32*** 0.06 0.03 5.02 
权威机构趋同性(same authoritydata) 0.07 0.12 0.02 0.55 
制度邻近性(same type_data) 0.26*** 0.09 0.03 3.03 
模型 4(总体最大收敛比：3.31)     
速率参数     
时段 1 36.36 12.48 -0.51  
时段 2 9.05 2.63 -0.04  
时段 3 67.44 69.53 -0.91  
时段 4 20.28 6.64 0.05  
时段 5 45.65 9.88 0.06  
效应     
密度(density) -2.47*** 0.16 0.05 -15.26 
传递性三方组(transitive triads) 0.23*** 0.02 0.04 10.56 
权威机构活跃度(authoritydata alt) 0.37*** 0.05 0.18 7.00 
权威机构趋同性(same authoritydata) 0.19** 0.08 0.05 2.29 
制度邻近性(same type_data) 0.34*** 0.07 0.12 4.74 
优先连接(sqrt degree of alter) 0.14** 0.06 0.01 2.36 
模型 5(总体最大收敛比：0.16)     
速率参数     
时段 1 14.03 6.54 0.01  
时段 2 7.77 2.30 0.01  
时段 3 17.62 12.83 -0.03  
时段 4 23.13 7.72 0.03  
时段 5 58.13 17.01 0.00  
效应     
密度(density) -1.96*** 0.18 0.02 -10.78 
传递性三方组(transitive triads) 0.24*** 0.02 0.00 10.81 
权威机构活跃度(authoritydata alt) 0.32*** 0.06 0.04 5.47 
权威机构趋同性(same authoritydata) 0.08 0.11 0.02 0.68 
制度邻近性(same type_data) 0.26*** 0.09 0.01 2.81 
***统计显著性水平 0.01，**统计显著性水平 0.05，*统计显著性水平 0.1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合法性对合作网络演化的影响。合法性意味着组织行为被他人认
可，是组织间合作关系得以形成、存续的基础。在监管活动中，共同体成员通常
以遵循规范与否作为合法性的评价标准，而规范信息的差异化分布导致行动者对
规范认知程度不尽相同，进而影响其合法性评价，最终驱动合作网络演化。基于
此，结合合作关系形成的两种互补性逻辑——制度约束逻辑与关系约束逻辑，本
文提出了权威假设、传递性假设、优先连接假设以及制度邻近性假设，并利用随
机行动者导向模型对 2000-2017 年合作监管网络动态加以考察。结果显示，除优
先连接假设因相应模型总体收敛比过大未得到证实外，其余假设均成立；同时，
权威假设的作用强于传递性假设、制度邻近性假设，构成了合作监管网络形成的
主导性因素，表明制度约束逻辑是正式合作网络形成的主导性逻辑。这与科层制
的影响密不可分，如前所述，正式网络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层制的松散复制。这一
特性决定了正式网络深受科层制尤其是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基于正式授权，食
品安全监管核心职能组织主导了该领域有关合法性的集体认知，成为网络中最活
跃的行动者。与此同时，近年来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强调监管权威明晰化，亦
助推了制度约束逻辑更好发挥作用10。 
本文以 Leifeld 等人观点为基础，并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出发，将合作形成逻
辑简化为两种：制度约束逻辑与关系约束逻辑。本研究证实了，合作关系形成是
这两种互补性逻辑作用的结果，而非某种单一逻辑的产物。同时，还说明了制度
约束逻辑是正式合作网络形成的主导性逻辑。有研究曾指出，相较于自愿形成的
非正式合作网络，正式网络中正式权力对合作网络的形成具有突出贡献[26]，本
文从量化角度予以证实。同时，这一结论对指导未来食品安全合作监管具有重要
意义。权威行动者高度的活跃性意味着其具有扮演政策掮客的潜力。就合作监管
持续运转而言，必须形成一种超越个体身份认同的全新认同意识，而知识、文化
等差异则造成了潜在的阻碍。活跃的权威性组织可以充当掮客，为弥合差异、形
成心理承诺提供了契机。心理承诺是比认同更为深层的心理状态：当合作网络遭
遇困境时，成员大多不会选择退出，而是投入额外的努力来确保度过难关、获得
成功。 
为此，一方面，需要针对权威性组织“软硬兼施”塑造合作型组织文化，使其
从根本信念上认可合作。在柔性理念方面，应强调公共性角色的回归。与合作型
文化相适应的是公共组织公共性的角色定位。公共性要求组织行为应超越狭隘的
部门利益，维护公共价值，使之意识到为公共利益而合作乃是职责所在。以此为
基础，竭力避免合作异化为强势方支配或貌合神离，促进良性社会资本的积累与
再生。在制度建设方面，应重塑组织的行政流程。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部门联
席会议、联合执法等一系列组织间合作机制。未来应总结上述机制适用情境的规
 
10从 1998 年机构改革，到 2004 年确立分段监管体制，到 2013 年实行统一权威监管体制，再到 2018 年三
局合一改革，权威明晰化的思想始终一以贯之。 
律，据此形成一套指导性建议，帮助组织权变选择恰当的合作机制。除此之外，
还应制定统一、清晰的组织间合作机制的应用流程与标准，并将其纳入绩效评估，
倒逼合作参与者切实履职。 
另一方面，需要权威性组织发挥掮客作用，构建全新的合作语言。合作的深
层意义在于形成一个各骋所长、具有协同效应的新整体。这有赖于成员之间的沟
通能力：分享想法和兴趣，从而更好地理解、认可他人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创
造新的共同意义和方向。这恰恰需要合作语言的支撑。语言既是社会认同和凝聚
力形成的关键因素，又是奠定参与者互动基础的重要因素。对于合作而言，语言
在形成凝聚力、积极动员合作、提供支持性的社会基础等方面具有不可小视的作
用[41]。权威性组织可以利用其活跃地位，首先以信息沟通为切入点，逐渐深入
到共同规范扩散，推动合作语言的形成，继而形成身份认同。之所以从信息沟通
着手，是因为它对组织自主权威胁较弱，不易招致抵触。以此为突破点，有助于
逐步构建信任，进一步促进沟通，开启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内部合法性—共同
承诺的良性演进11，为深层次的规范共享提供基础。 
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运用行动者模型弥补了既往纵贯性研究的不足。既
有研究多以不同时间点网络结构的变化作为刻画网络演化的依据，却对网络演化
的动力机制关注不足。虽然名为演化研究，事实上却是静态研究。它们是针对特
定时间节点的“快照式研究”，并未在连续时间内考察网络变化。第二，本文关注
的变量——组织权威、传递性、优先连接与组织制度类型等数据易于收集，有利
于将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推广到其他合作网络中，观察合法性逻辑是否适用于其
他领域，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 
本文的缺陷在于，第一，本文关注的是正式合作关系，但非正式合作关系同
样十分重要。非正式合作中关系形成的主导性逻辑是否不同于正式合作关系，未
来有待进一步比较研究；第二，由于客观条件限制，难以对合作网络的参与者进
行访谈，从而深度考察网络演化的深层原因；第三，受知识局限，本文未能关注
不同时间段的网络演化遵循的逻辑是否有所不同。即便是正式合作网络，随着网
络逐步成熟，合作形成的主导性逻辑或许会由制度约束逻辑转化为关系约束逻
辑。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引入时间变量，考察网络演化逻辑的变化。第四，该模型
 
11 有关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内部合法性、共同承诺如何逐级演进可参见[12]。 
存在简化现实的风险。随机行动者模型将网络结构演化视作马尔可夫链式过程
12，即下一期网络结构变化的条件概率分布仅取决于当前状态。虽然这有助于简
化分析过程，但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出入：两机构的联合发文行为很可能是受
到更早之前行为的影响。第五，由于文章数据收集方法所限，难以反映 2018 年
机构改革后，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属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从地方经验来看，
各部门之间的整合目前还更多属于“物理整合”而非“化学整合”。可以预见，在中
央层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许多监管活动亦是以下属部门间合作形式展开的。
而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央层面的联合发文，整合后统一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名义
发文，难以捕捉可能存在的组成部门间合作情况。 
同时，本研究还存在拓展空间。当前，食品安全监管领域正积极探索、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这一新型监管模式13，推进部门合作监管是该模式的重点之一。
未来可以采用网络分析视角，借鉴 Provan 等人的研究，根据合作监管网络结构
特征，区分不同类型的监管模式(如参与者共享治理、牵头机构治理及专门网络
管理机构治理)[42]；探寻联合监管模式与监管绩效之间的联系。藉此，总结出不
同情境下的合作监管模式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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